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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清华的通才教育

庆祝清华大学创立100周年，母校正

在争取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前进。要达

到这个目标，我认为老清华的某些优良传

统还值得继承和发扬，其中通才教育和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就是重要的一环。

记得解放前我在清华大学念电机系的

时候，读到梁思成教授在《清华学报》上

发表的一篇《理工与人文》的文章，其中

提出，理工与人文是相通的学问，不可

偏废。只会理工、不懂人文，或者只会

人文、不懂理工的人，只能算是“半个

人”。他甚至提出要“反对‘半个人的世

界’”。

解放前的清华教育方针是实行“自由

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通才

教育”（general education ）。校长梅

贻琦和一些教授如冯友兰、潘光旦等都曾

撰文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学理

工科的学生只埋头于他那个狭窄的专业，

没有人文方面的素养，最多只能做一个

“高级匠人”。电机系系主任章名涛教授

在我们初入学时对我们的教导是：“青

年人既要学‘为学’，更要首先学‘为

人’，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学“为

人”，固然要有道德素养，学“为学”也

不能限于本行专业，而要有广泛的文化与

社会知识，这也有助于养成人的高雅和高

尚的情操。一个人可能很有专业知识，但

不一定有文化。他是某行专家，如果不具

备“通识”与“达德”，则只是“半个

人”，不能算是文化人，也不可能成为大

学问家、大科学家。一流学府就需要培养

出这样的大师。清华一些原来学理工的学

生，毕业后转而从事文法专业的工作，都

能应付裕如，取得较大成就，成为出色的

行家，不能不说多得益于他们在校时所受

的通才教育。

清华老一辈大师，无论是自然科学家

还是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大都学贯中

西，融汇古今，兼通文理。清华大学电机

系的创办人顾毓琇，既是杰出的科学家，

又是作品甚丰的著名诗人、戏剧家、音乐

家。梁思成也是如此。他们将几千年的中

西文化精华和时代精神融化于自己的血脉

之中，在“为人”与“为学”上达到他们

那个时代的高峰。

到我们这一辈，虽然已大不如前人，

但仍得通才教育之余荫。我们同班同学

○郭道晖（1951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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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仅有大批电力、电子方面著名的本

行专家教授，单是工程院院士就有四位

（张履谦、金怡濂、陆建勋、王众托），

金怡濂还获得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技

奖；而且，还出了一位长于治理经济的总

理朱镕基，一位水电部副部长（张凤祥）

和一位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兼书法

协会会长、著名书法家（宣祥鎏），一位

著名的工业经济学家（张信传），两位法

学家（郭道晖、徐刍），乃至著名的音乐

家、诗人，等等。他们在参加工作后能自

如地转入其他专业或兼精其他学问，大约

同他们所受清华通才教育有关。

我在校时就常去听朱自清、冯友兰、

张奚若、陈岱孙、吴晗等文法学院的大师

们的演讲，到建筑系去听美术课和学画素

描，到图书馆去博览群书，获取多方面的

人文、社科知识和素养。后来由工科改行

搞文法科，在人文方面的成果，也与原来

所学理工的知识息息相关。我50岁才步入

法律界，研究法学（可谓晚年出家，法学

界称我是“白发青年”），也多少得力于

理工方面的严格治学态度和方法及严密的

逻辑思维的训练。当然，这些也是从小学

到中学就已开始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历程的

结果。

解放后，1952年学习苏联，进行院

系调整，我被派遣代表清华党委参加新

北大的筹委会任委员，协助行政负责人

周培源教授将清华的文法理各系并入北

大，清华只剩下工科。这是极大的失策。

此后，清华在教育目标上提出 “清华大

学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和 “又红又

专”要求，“红”则主要是注重政治立

场；“专”则是限于本行专业，培养“红

色高级工匠”，专业越分越细，而不是文

理兼通、“厚德载物”的通才、文化人和

科学家、学问家、大师(凡追求后者的则

被扣以“白专道路”)。虽然，新清华培

养了大批出色的工程师、专家，为国家建

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校时，学校

也强调要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因而

五六十年代出身的清华毕业生质量还是较

高的。但当时的“全面发展”限于专业知

识外加政治学习和文娱体育活动，而对吸

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结晶与文化知识精华

的“通识”，和崇高道德情操的陶冶，受

当时“专才教育”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及阶级斗争偏见等因素的影响，

就有所局限和欠缺。在“文化大革命”中

清华学生红卫兵带头大搞武斗，残害老师

和革命干部，固然主要是错误路线的误

导所致，但这样的暴行是提倡“尊师重

教”“厚德载物”、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

养与情操的旧清华学生所难以想象的。

老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老清华的校风是“自由之思想，独

立之精神”。后者是清华著名国学家陈寅

恪为王国维纪念碑题词中的名言。它对于

倡导师生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途程中敢于突

破前人的陈说，挑战学术权威，实现科学

创新，以及独立思考，特立独行，坚持道

德节操，不做思想顺民和驯服工具，有极

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同院系调整后倡

导的“听话出活”思想是颇有出入的。虽

然独立思考与听话，两者都要遵循一定条

件的限制，不应绝对化。

“文革”后清华已经开始注意了这方

面的问题，在教改中力图恢复综合大学的

规模和格局，积之以年，渐入佳境。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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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一流大学，谈何容易。而且，如果

不把着眼点放在利用综合大学文法理工多

学科的综合优势，去强化通识教育，培养

通才，也会是事倍功半。前些年发生的北

京动物园硫酸伤熊事件，竟然是清华电机

系的应届毕业生干的，而且这个学生的动

机不过是想试验狗熊的嗅觉灵敏度。这使

舆论大惊。这虽是个案，不能以一概全；

这一事件固然也可以归咎于本人的社会公

德问题；但其只迷于“科学试验”而不通

达人情事理，不懂得关爱人而及于人类的

动物朋友，缺乏“仁爱”“恻隐”之心和

“文雅”的学者、君子风度与情操，也多

少与较多注重培养“专才”、“科学匠

人”，或过于看重“听话”的政治教育而

不注重“通识”与德育的偏颇有关。才多

识寡，难免成为头脑简单的书呆子，或恃

才傲物，难容于世。

就我国法学教育而言，在繁荣发展的

背后，也面临某种危机，主要表现为法

学教育与社会相互脱节：社会(应当说主

要是国家机关)没有切实改革政治体制和

司法制度，未能为走上社会的青年创设良

性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使好人不致因

不好的制度而变坏，并配合学校教育, 加

强对他们的职业道德教育，反而在某些方

面起了负面的“示范”作用；而学校的法

学教育则往往侧重知识的传授, 忽视“法

德”的培养。古人云：“师者, 所以传

道，授业，解惑者也。”大学的法学教

育，以及其他专业教育，首要的是传“做

人”之道，护法之道, 抵抗社会腐蚀之

道。要培养学生具备为民请命、舍身护法

的正义感和使命感, 和“贫贱不能移，富

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的政治操守。这

就是培养有“法德”的人。旧中国的法

官、律师中, 也能找到一些“舍身为法”

的清官, 鲁迅称他们为“中国的脊梁”。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更应该多培养这样的

脊梁。

法, 应当是正义的化身, 法学者、立

法者、法官、律师……更应当是社会正义

的卫士, 时代的良心。要有终身为人民争

权利, 为社会伸正义, 为国家行法治的抱

负。学生学法时要有这样的追求, 将来掌

权后更要有这样的禀性。遇到刮风下雨的

时候, 仍能坚持真理, 岿然不动。

2010年1月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近日梦连绵，觉醒情丝难断。久坐床

沿追忆，几多清华恋。

缘由母校百年临，学子愈思念。课桌

许留余热，足痕荷花畔。

一世清华，历届师生，报国效忠。忆

当年初创，三山负重；同方立训，日晷彰

风；云集名师，精英辈出，学贯中西今古

通。频回首，念众多先哲，光灿星空 。  

桃红李白香浓。遍大地神州千万丛。

有大师学子，颇多建树；栋梁治国，气贯长

虹；俊秀攻坚，精诚所至，华夏花开别样

红！同心举，驭长风万里，鹏展苍穹。

好事近·心仪清华百年
○李同振（1970工化）

沁园春·清华百年校庆
○王渭田（1968无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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